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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绿色、协同、共享发展理念，从理论及实证两方面分析区域交通、信息通达性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实

证表明：未考虑空间因素时交通密度与区域生态效率呈现正 U 型关系，门槛值为 1.048 里程/平方千米，交通通达

性主要通过提高纯效率促进生态效率提升，而网络通信普及率与生态效率呈显著线性正相关，信息通达性主要通

过提高纯技术效率提升生态效率；考虑空间因素时区际生态效率滞后因子显著为负，邻省交通、信息通达性对本

省生态效率存在负向影响，“邻近竞争”效应强于“协同发展”效应，绿色、协同、共享发展理念有待深入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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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更加注重区际的互联互通，

而加强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提高区域可达性的

主要渠道。现阶段，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已从过去的

短板发展为国际领先水平。截至 2016 年底，我国高速

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13.1 万，高速公路已覆盖约 98%的

城镇人口 20 万以上的城市；铁路运营里程从 2012 年

的 9.8 万千米增加至 12.32 万千米，增长 26.5%，高速

铁路增长率达 144.4%，均居世界领先地位。信息基础

设施方面，“宽带中国”和“互联网+”的战略计划极

大加快了我国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早在 2008 年  

底，我国的电话及互联网用户人数已超美国，居世界

第一，截至 2017 年 6 月底，网民规模为 7.51 亿，互

联网普及率达 54.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4.6 个百   

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交通、信息通达性的提高极大地

促进了区际要素流动、商品贸易往来和经济增长。但

目前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加重等紧迫问题。

我国能源消耗总量已居世界首位，单位 GDP 能耗超过

全球平均水平的 2 倍。庄立等[1]通过测算自然资源相

对稀缺指数发现，我国正面临着全面的资源紧缺困境。

环境质量大幅下降，在 2014 年 178 个国家的全球环境

绩效指数(EPI)①排名中，中国排第 118 位，更直接的

表现是 2013 年以来我国大面积的国土遭受雾霾侵袭。

为此，现阶段经济发展必须从关注“总量”转向关注

“质量”，调整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本文选取资

源环境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即生态效率作为研究

目标，分析交通、信息通达性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

进而对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现有文献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可分为两类：第一类

以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与经济

变量的关系；第二类以资源环境约束下的投入产出率

为研究对象，创新测算方法并分析其影响因素，鲜有

文献从机理和实证角度研究交通、信息通达性对生态

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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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 

第一类核心解释变量为基础设施，学者们最先分

析了其对经济变量的直接效应，测算出产出弹性基本

为正，且不同种类的基础设施弹性存在异质性，如

Aschauer[2]、Munnell[3]、娄洪[4]、郭庆旺[5]、张学良[6]、

胡鞍钢[7]、韩宝国[8]等。Duranton、Morrow 等[9]通过

分析美国城市贸易数据发现高速公路与出口产品重量

呈显著正相关。Faber[10]对中国国家干线公路系统建设

的历程实证，发现中国公路网络存在大城市经济集聚

效应，但对周边小城市的经济产生负向影响。Celbis

等[11]利用土耳其 1999—2011 年的数据，实证发现信

息基础设施通过降低区际文化制度差异促进了区域经

济整合；而后许多学者也关注到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

如 Romer [12]、Barro [13]等通过内生增长模型理论证明

了基础设施的正外部性。Lakshmanan[14]最早从企业成

本的角度说明了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刘生

龙、胡鞍钢[15−16]通过分析 1988—2007 年的省级数据，

发现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的正溢出效应明显，而能源

基础设施溢出效应不明显。Álvarez 等 [17]通过使用西

班牙城市内部资本和输入资本衡量交通基础设施的直

接和间接效应，实证了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正

向溢出效应。现阶段，学者们集中于分析基础设施与

投入产出效率的关系。刘秉镰等[18]实证发现交通基础

设施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其

中高速公路和二级公路的带动作用最为明显。Ghani

等[19]以印度“黄金高速公路”为研究对象，发现高速

公路对不同距离的制造业企业的产出水平及配置效率

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郭家堂等[20]实证发现互联网

对我国技术进步和技术进步推动型的全要素生产率具

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技术效率具有抑制作用。 

(二) 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第二类文献的研究对象与本文的“生态效率”概

念类似，同样是资源环境约束下的投入产出效率，但

采用不同表述，如技术效率(胡鞍钢等[7])、环境效率(王

兵[21]，杨俊[22]，王雪松[23])、环境要素生产率(陈诗一
[24])等。Chambers 等 [25]和 Chung 等 [26]提出基于方向

性距离函数的环境规制模型，使得将环境污染产出作

为非期望产出纳入生产函数成为可能，随即学者们基

于此展开研究。如胡鞍钢等[7]利用考虑环境因素下的

方向距离函数，测算了省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

了排名。王兵等[21]运用 SBM 方向距离函数测度了

1998—2007 年我国 30 个省份的环境效率及环境全要

素生产率，发现能源过度使用和 SO2的过度排放是环

境无效率的主要来源，人均 GDP、外商直接投资等对

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同。杨俊等[22]将环境污染作

为非期望产出考虑，采用 Tobit 模型得出人均 GDP 与

环境效率呈正相关，而财政分权度、工业比重和对外

贸易呈负相关。Huang[27]创新使用了全局参比，同时

考 虑 环 境 污 染 坏 产 出 的 超 效 率 DEA 模 型

(GB-US-SBM)、测算发现，2000—2010 年省域生态效

率存在空间集聚特征，增长贡献存在区域差异。黄建

欢等[28]进一步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其影响因素，

发现专利授权总数、资本劳动比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直

接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均为正。Huang 等[29]构建了经

济环境指数，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发现，全样本下，

省域竞争引导区域绿色发展效应不显著，但在东部地

区显著，环境立法有效降低了污染强度，环境人员和

资本投入作用不明显。邹璇等[30] 、林伯强等 [31]基于

行业产值最大化和环境影响最小化，测算了我国工业

行业的能源环境效率，发现对外贸易与能源环境效率

之间呈显著正相关。李佳佳等[32]和谢里[33]等利用城市

数据建立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发现城市生态效

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得出了基于生态效率的最优城

市规模。Li 等[34]发现中国城市政府透明度与生态效率

呈非线性关系，非中心城市生态效率显著低于中心城

市，政府透明度有待提高。 

总之，现有文献中，一类集中分析基础设施对经

济变量的直接和溢出效应，未考虑资源环境约束，尤

其是环境污染产出，不符合现阶段实际情况。另一类

着重在 DEA 基础上创新生态效率测算方法并分析其

影响因素。鲜有文献在资源环境约束下将二者联系起

来研究区域交通、信息通达性对生态效率的作用机理

和现实影响，而这正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三、交通、信息通达性对生态效率的 
作用机理 

 

(一) 机理分析 

交通、信息通达性的提高缩短了区域之间的地理、

信息距离，提高了区际联系便利性，但二者对生态效

率的影响并不清晰。因此，一方面，要从生态效率的

内涵出发，分析交通、信息通达性同时影响环境效率、

能源效率、经济效率的内在机理。另一方面，要基于

生态效率增长分解的视角，分析交通、信息通达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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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生态效率的内在机制。 

区域交通、信息通达性具有明显的网络特征，通

过空间网络效应同时正向影响环境效率、能源效率和

经济效率，进而正向影响区域生态效率。首先，交通、

信息网络的形成，极大地降低了区际联系成本，加强

了区域、部门之间的空间联动，带来区域要素配置效

率的提高。知识技术溢出及经济集聚，促进了技术进

步，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高附加值、低污染产业

占比的提高，可在同等经济产出下降低资源消耗，减

少环境污染，从而提高能源效率、环境效率。其次，

技术进步不仅包含工业技术进步，还包含能源利用技

术和环境治理技术的进步，也可提高能源效率、环境

效率。再者，交通信息成本下降带来的区域可达性的

提高，促进了区际企业合作交流，在能源利用及环境

污染治理方面可较好地实现集约共享，有效地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最后，要素配置效应、

知识溢出效应及经济集聚效应使得同等资源条件下的

经济产出增加，从而提高经济效率。 

基于生态效率增长的分解视角，交通、信息通达

性可通过影响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促进

生态效率提升。首先，交通、信息通达性的提高会降

低区际交通成本和信息成本，缩短区际空间距离，使

得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供求市场的市场分割程度和信

息不对称程度下降，促进要素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

率，有利于提升区域内企业的管理能力和生产效率，

可促进纯效率提升；其次，区际联系便利性提高，能

够加强企业贸易往来及信息交流，利于知识技术扩散，

尤其是网络通信普及可以带来大规模信息集聚，极大

地提高各行各业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包括工业技术、

能源集约技术和环保技术，从而全面促进纯技术效率

增长；最后，交通信息成本的下降，使得同类产业甚

至整个产业链可低成本地向资源要素优势地区集聚，

加上该地区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可提高要素生产

率，同时带来技术进步，从而进行大规模生产，规模

效率的提升会提高经济效率，但可能降低环境效率和

能源效率，最终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方向取决于其对各

组成部分的影响程度。 

区域交通、信息通达性的提高也可能对生态效率

产生负效应。首先，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本身需

要消耗大量资源，过于密集且设计不合理的基础设施

不仅无法产生空间网络效应，而且会造成资源浪费，

降低能源效率；其次，交通、信息通达性提高会直接

促进制造业集聚，增加能源消耗，同时加大集聚地区

的环境压力，降低能源效率和环境效率；最后，交通、

信息通达性提高，使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城市车辆密

度大幅上升，交通污染排放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可

能性增加，经济损失上升，可能降低环境效率和经济

效率。同时，邻近地区交通、信息通达性的提高，会

导致资源要素向邻省集聚，形成“邻近竞争”效应，

对本地区的经济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交通、信息通达性对生态效率可能同时存

在正向和负向影响。交通、信息通达性处于较低水平

时，提高通达性不足以发挥空间网络效应对生态效率

的促进作用，甚至会因为制造业对交通、信息成本较

为敏感，使得制造业集聚，降低能源效率和环境效率，

对生态效率产生负影响。但随着交通、信息通达性进

一步提高，空间网络效应不断增强，专业化生产在地

域分工上会日益凸显，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单位产出

的能源消耗日趋下降，单位产出的环境污染不断减少，

能源效率、环境效率提高，从而对生态效率的正向影

响逐渐大于负向冲击，综合效应表现为交通、信息通

达性对生态效率的正效应。上述机理如图 1 所示。 

(二) 理论建模 

假设生产是在一定生产技术 A 下，由劳动力 L、

资本 K、原材料 M 和能源 E 的有机组合共同完成。产

出可表示为： 
 

Q=AεLαKβEδMθ                       (1) 
 

式中，ε、α、β、δ、θ分别表示技术、劳动力、资本、

土地、能源和原材料的产出弹性(0<ε、α、β、δ、θ<1)。

生产过程中投入这些要素要支付成本和污染治理成

本，同时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产出为 O，O 与能源

和原材料的投入量正相关，与技术水平负相关，O 与

总成本 TC 可表示为： 
 

O=(E)φ(M)ω(A)−ρ              (2) 
 

TC=APA+LPL+KPK+EPE+MPM+OPO       (3) 
 

式中，PL、PK、PE、PA、PO分别为劳动力工资、资本

借贷价格、能源价格、技术价格和污染治理单位成本，

且 δ>φ和 θ>ω。求得净收益最大化为： 
 

MAX{AεLαKβEδMθ−APA−LPL−KPK−EPE− 
 

MPM−(E)φ(M)ω(A)−ρPO}         (4) 
 

各要素的一阶条件化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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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交通、信息通达性对生态效率作用机理图 

 

Q=PLL/α                (5) 
 

Q=PKK/β                (6) 
 

δQ−φOPO=EPE                   (7) 
 

θQ−ωOPO=MPM                    (8) 
 

εQ−ρOPO=APA                    (9) 
 

根据一阶条件可得各要素均衡投入为：L=αQ/PL；

K=βQ/PK ； E=(δQ−φOPO)/PE ； M=(θQ−ωOPO)/PM ；

A=(εQ−ρOPO)/PA。 

    设 ε+α+β+δ+θ=a，−ρ+ω+φ=b，由于经济产出

规模报酬递增，而环境污染产出随着技术进步，

规模报酬递减，则 a>1，0<b<1。代入可得均衡下

总成本： 
 

TC=(ε+α+β+δ+θ)Q+(1+ρ−ω−φ)POO= 
 

aQ+(1−b)POO                (10) 
 

根据(7)、(9)得到能耗和物耗下的最优经济产出和

最优环境污染产出： 

( )

E A

A E

O

EP AP
Q

AP EP
O

P

  
  
 

 
 

 
 

          (11) 

根据生态效率内涵，可将其表达为： 
 

* * * *
*= =

* *+(1 ) *O

Q O Q O
ee

TC aQ b P O

 


      (12) 

 
为简化推导过程，各要素价格外生给定并标准化：

PO=PE=PA=1，则由(11)、(12)可得： 
 

( ) +( )
*=

[ (1 ) ] +[ (1 ) ]

E A
ee

a b E a b A

 
   

   
   

      (13) 

 
由机理分析可知，交通通达性的提高可降低运输

成本，促进经济集聚，对制造业影响尤其大，会增加

物料和能源消耗，随着交通、信息通达性进一步提高，

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能耗又会随之下降；信息

通达性的可降低信息成本，促进技术进步，带来经济

增长和环境污染下降，因此可设能耗 E、物耗 M 与交

通通达性 τ呈倒 U 型关系，A 与信息通达性 μ呈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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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即当 τ<τ*时，(∂E/∂τ)>0，当 τ>τ*时，(∂E/∂τ)<0；

(∂A/∂u)>0。 
 

ee*
[ ( ) (1 )( )]

E
A a b

 
    

 
   

 
 

 
由于 φ<δ，φε−δρ<0，α(φε−δρ)+(1−b)(δρ−φε)<0； 

当 τ<τ*时，(∂ee*/∂τ)<0；当 τ>τ*时，(∂ee*/∂τ)>0。 

结论 1：当交通通达性较低时，交通通达性提高

带来制造业经济集聚，增加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对

生态效率有负影响；当交通通达性越过临界点，通过

空间网络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降低能

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可促进区域生态效率提升。 
 

ee*
[ ( ) (1 )( )]

A
E a b

u

 
   

 
    


 

 
同理，因(∂A/∂u)>0，α(δρ−φε)+(1−b)(φε−δρ)>0；

故，(∂ee*/∂u)>0。 

结论 2：信息通达性可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促进

技术进步，减少环境污染，增加经济产出，促进生态

效率提升。 

 

四、实证检验 

 

(一) 变量选取及数据描述 

1. 被解释变量 

(1) 生态效率测算方法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生态效率(ee)，是全面考虑劳动、

资本、能源和土地等资源投入和产出，尤其是环境污

染产出时的投入产出效率，即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全要

素生产率。投入变量包括劳动，用各省历年从业人数

衡量，资本投入为“永续盘存法”测算的基期资本存

量，土地投入为建成区面积，水资源投入为用水总量，

能源投入为所有能源的消费量。期望产出为实际

GDP(换算为 2000 年不变价)，非期望产出为环境污染

产出，选取 CO2、SO2、废水、氨氮、烟(粉)尘排放量

和废水中化学需氧量六个指标，利用熵权法构建环境

污染指数衡量，测算方法为考虑坏产出的共同前沿面

超效率模型(Meta-US-SBM)[30]，定义如下： 
 

*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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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R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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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ko jkor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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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J y b 

 
   
   
    h

n , sx, sy, sb≥0 

式中， *
ko 为Meta-US-SBM生态效率的数学定义，m=1, 

2, …, M; r=1, 2, …, R; j=1, 2, …；J，N 为决策单元

(DMU)总数；Nh 为第 h 组 DMU 个数；x、y、b 代表

投入、好产出和坏产出；M、R、J 为三类变量的个数；

K 为群组；o 为决策单元；xmko、yrko、bjko为被评价单

元的投入、好产出和坏产出； x
mkos 、 y

rkos 、 b
jkos 为对应

的松弛变量；ε为无穷小。 

(2) 生态效率时间变迁及空间特征。 

在全国层面，2001—2012 年生态效率均值呈逐年

下降的趋势，2013 年后逐渐回升。在区域层面，生态

效率差距逐年扩大，仅东部地区总体上升，西部地区

相对中部及东北地区降幅较小，且在 2007 年之后实现

赶超。省级层面，生态效率高值集中在东部省及行政

区(北京、天津、广东等)和少数西部省及行政区(青海、

宁夏等)(1.00)，中部地区的湖南表现较为突出(0.70)，

低值集中在西部及部分中部地区省份 (湖北、江

西)(0.30)。全国生态效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区际

差异扩大，东部表现良好，中部绿色发展状况不容乐

观。区域生态效率时间变迁图如图 2 所示。 

2001—2005 年省域生态效率莫兰指数值显著为

负，区域之间生态效率呈显著“高−低”“低−高”值

集聚；2006—2009 年莫兰指数值为正但不显著，集聚

现象不明显；2010—2015 年显著为正，表现为“高−

高”“低−低”值集聚；如表 1 所示。这说明 2001—2015

年区域生态效率的空间特征随时间动态变化。 

2. 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体现区域交通、信息通达性的交

通密度(td)和网络通信普及率，各省交通密度用公路、

铁路及内航河道里程总和与国土面积的比值衡量，网

络通信普及率(ip)等于互联网普及率与移动电话普及

率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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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1—2015 年区域生态效率时间变迁 

 

表 1  生态效率 Moran’s I、Geary’s c 值 

 Moran’s I Geary’s c 

2001 −0.241**(0.049) 1.203**(0.050) 

2008 0.058(0.218) 0.873(0.171) 

2015 0.256***(0.009) 0.652***(0.003)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概率 P 值，表 3 同  

 

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全国交通密度稳步上升，但

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具有绝对优势，中部紧随其后，

而西部及东北地区难以望其项背。信息普及方面，2001

—2015 年各地区网络通信普及率显著提高，尤其在

2011 年之后，我国信息化建设有了阶段性的飞跃。各

区域信息化建设发展相对均衡，但中部网络通信普及

率相对较低，近年被西部赶超，信息通达性存在提升

空间。 

控制变量从影响经济、环境和能源的因素中选取，

资本密度(kl)为资本劳动比率，预计与生态效率呈正相

关；技术进步用发明专利占比表示(tp)，预计正相关；

产业结构(is)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预计正

相关；外商投资因素(fdi)，用外资及港澳台工业企业

销售额占总工业销售额比值衡量，外商投资一方面可

能存在“污染天堂”②效应，加重环境污染，另一方面

存在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可能提升生态效率，因此

影响方向无法确定；产权结构(ps)用国有工业企业销

售额占总销售额比重表示，一方面，国有企业经营效

率相对较低，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国有

企业的产权属性使其可能更注重环境污染治理(eg)，

影响方向不确定；环境规制用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

额与工业总产值比值表示，预计正相关；能源消费结

构(es)用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表示，预计负

相关。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

变量
ee 435 0.547 0.265 0.242 1.094

解释

变量

td 435 0.755 0.518 0.035 2.498

ip 435 0.795 0.528 0.049 2.634

kl 435 1.604 1.325 0.136 7.909

tp 435 0.135 0.070 0.015 0.400

is 435 0.416 0.082 0.277 0.799

fdi 435 0.193 0.169 0.015 0.658

ps 435 0.443 0.205 0.101 0.872

eg 435 0.166 0.138 0.008 1.083

ec 435 0.808 0.145 0.365 0.999

 

3. 数据来源说明 

生态效率的数据基于 Meta-US-SBM 测算得出，

其他数据来源于 2001—2015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

国信息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

鉴》及《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二) 计量模型选择及实证结果分析 

上述机理表明：一方面，交通、信息通达性提高

可能通过影响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提升生

态效率；另一方面，交通、信息通达性在促进本地区

生态效率提升的同时，可能对邻近地区生态效率产生

负影响，存在“邻近竞争”效应。下文从有无空间两

个角度，对交通、信息通达性影响生态效率的机理路

径实证检验。 

1. 普通面板模型估计 

由于交通、信息通达性与生态效率之间的具体关

系并不明确，因此要对二者线性关系和非线关系进行

检验，设定模型如下，其中 αi 为个体固定效应，t 为

时间固定效应，uit为随机扰动项。 
 

2
, 10 11 , 12 , 13 ,i t i t i t i tee td td ip         

 

1 , 1 1 1 ,i t i i tX t a u            (15) 
 

普通面板回归结果显示：交通密度与生态效率之

间呈显著正 U 型关系，交通密度达到临界点 1.048 之

后，才能显著促进生态效率提升。截至 2015 年底，西

部及东北地区仍远低于该值，交通基础设施急需完善，

以使交通密度越过临界点，对促进生态效率提升起到

积极作用；网络通信普及率与生态效率呈显著线性正

相关，信息通达性提高对生态效率有直接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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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通信普及率每增加 1 个百分点，生态效率上升

0.311 个百分点。 

控制变量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与预期基本一致，其

中技术进步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可能是

研发投资回报率不高、专利发明中工业技术发明占比

远高于环保能源技术占比所致；外商投资影响显著为

正，说明外商投资带来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强于“污

染天堂”效应。产权结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国有企

业确实更关注环境污染治理。 

2. 交通、信息通达性影响生态效率的机制检验 

为检验机理部分提出的交通、信息通达性通过影

响纯效率变化(ec)、纯技术效率(tc)、效率变化的规模

效率(ecs)及技术变化的规模效率(tcs)，从而影响生态

效率的机制路径，本文借鉴魏楚等[35]的实证方法，将

生态效率增长的分解作为传导机制变量。为简化方程，

将四个传导机制变量用 M 表示，将其与交通、信息基

础设施的交互项引入方程，即 td_M 和 ip_M；对机理

路径进行检验，td_ip 表示交通、信息的交互项。 
 

2
20 21 22 23 24 2_it it it it it itee td td ip td ip u           

(16) 

引入传导机制变量的普通面板回归结果显示，交

通、信息通达性的交互项显著为正，交通、信息基础

可相互作用，形成空间网络效应，促进生态效率提升。

交通基础设施与纯效率变化交互项显著为正，而与纯

技术变化的交互项却显著为负，说明交通基础设施主

要通过提高纯效率变化，提升区域生态效率，交通通

达性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制造业的要素配置效率

和生产运输，而我国制造业多处于中低端水平，技术

效率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信息基础设施与纯技术效率

的交互项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信息通达性

通过技术效率提升的传导机制，能显著地提升生态效

率。交通、信息基础设施与规模效应的交互项均不显

著，二者通过影响规模效率提升生态效率的机制路径

并不明显，说明交通、信息通达性带来的规模效率的

提高，在提升经济效率的同时，降低了环境效率和能

源效率，使其对生态效率影响不显著。 

3.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 

空间计量 LM 和 Wald 统计量检验拒绝无空间自

相关及空间滞后效应原假设，因此选择空间杜宾模  

型进行估计。空间权重使用邻近矩阵 w1 和反距离矩 

阵 w2，其中，w1=1 和 0 分别表示 i、j 为邻省和非邻

省；w2=1/dij (dij 为 i、j 省会间直线距离)。估计模型

如下： 

, 30 1 , , 3 1 ,
1

3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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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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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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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在两种空间权重矩

阵下，生态效率的空间滞后因子 ρ均显著为负，邻省

生态效率对本省生态效率存在显著负效应，即区际“邻

近竞争”效应强于“协同发展”效应。如机理所分析

的，邻近区域之间一方面可能因为要素资源稀缺性形

成竞争关系，使得资源要素向优势初始禀赋的地区集

聚，降低落后地区经济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

污染物的空间可流动性，区际的环境污染排放可能存

在“以邻为壑”现象，也说明区际“协同发展”效应

不显著，绿色、协同、共享的发展理念未得到充分实

践。 

解释变量在两种不同的权重矩阵下回归结果不完

全一致。交通密度直接效应均为正，但在 w2下系数不

显著，直接效应不稳定，可能部分地区在交通通达性

提高带动经济产出增加的同时，并没有带来资源集约

和环境改善，区域生态效率提升不明显。交通密度的

空间滞后因子显著为负，说明邻近地区交通密度的提

高不利于本地区生态效率提升，同样存在“邻近竞争”

效应。一方面，邻近地区交通通达性提高，在通过要

素配置、经济集聚和知识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其生态效

率提升的同时，对本地区形成“负反馈”，使得本地区

资源要素存量下降，经济产出减少，若资源消耗和环

境污染的降幅小于经济产出降幅，生态效率便会降低；

另一方面，邻近地区的交通收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本地区对邻近地区交通的使用，抑制了正向溢

出效应，总体使得邻省交通通达性对本省生态效率产

生负效应。网络通信普及率直接效应显著为正，对邻

省生态效率也存在负影响，但显著性不稳定 ，即同样

表现出“邻近竞争”，显著性不稳定可能是因为信息通

达性外溢性较强，无法通过“收费”等措施加以限制，

使邻近地区信息共享成为可能，但结果表明正向溢出

效应仍弱于“邻近竞争”效应。 

其他控制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不稳定。产业结

构、产权结构及技术进步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资

本劳动比率显著为负，其他不显著。结果汇总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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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实证结果 

普通面板模型  空间杜宾模型 

解释变量 (15) (16)  (17) (18) 

td −0.478*** −0.903*  0.235*** 0.049 

 (0.000) (0.065)  (0.000) (0.229)

td2 0.229*** 0.163***    

 (0.000) (0.002)    

ip 0.269*** 0.264  0.352*** 0.250**

 (0.001) (0.349)  (0.000) (0.003)

td_ip  0.085*    

  (0.066)    

wtd    −0.532*** −0.559**

    (0.000) (0.045)

wip    −0.026 −1.271**

    (0.870) (0.013)

ρ    −0.308*** −1.118***

    (0.000) (0.000)

(16) td_M td_ec td_tc  td_ecs td_tcs 

 0.490** −0.313*  0.404 −0.093

 (0.014) (0.072)  (0.108) (0.654)

(16) ip_M ip_ec ip_tc  ip_ecs ip_tcs 

 0.067 0.556***  −0.669*** −0.137

 (0.724) (0.004)  (0.002) (0.347)

Obs. 435 406  435 435 

R2 0.528 0.550  0.238 0.158 

p 0.000 0.000  0.000 0.000 

注：①(16)式交通、信息通达性与传导机制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单独

横向列出；②因篇幅限制，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见附录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 2001—2015 年我国 29 个省级行政区的

数据(西藏和海南数据缺失严重，香港、澳门和台湾统

计口径不一致，故没纳入分析)，分析了省域交通、信

息通达性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机理并实证检验，结果表

明：首先，区域生态效率的空间集聚特征随时间变化，

从“高−低”“低−高”集聚向“高−高”“低−低”集聚

演化，现阶段生态效率空间滞后因子显著为负，区际

发展更多表现为“邻近竞争”而非“协同发展”。其次，

不考虑空间特征，交通通达性与生态效率之间呈显著

正 U 型关系，主要通过提高纯效率提升生态效率。信

息通达性与生态效率呈显著正相关，也主要通过提高

纯技术效率提升生态效率。考虑空间特征时，交通通

达性正向直接效应不稳定，信息通达性仍具有稳定促

进作用，二者对邻省生态效率产生负效应，即交通、

信息通达性提高对区域内部生态效率提升有显著作

用，但对邻近区域却通过“邻近竞争”效应产生负反

馈。最后，各控制变量回归系数方向与预期基本一致，

技术进步因素对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可见通

过能源环保技术提升区域生态效率仍存在较大的发展

空间，技术创新仍是区域绿色发展的原动力。为此，

提出如下建议： 

(1) 鼓励生态效率较高地区带动生态效率较低地

区共享发展，优势地区可通过优化交通收费机制，逐

渐降低交通壁垒。促进信息基础设施的正向溢出效应，

引导知识技术向相对落后地区转移，促进各区域生态

效率共同提升。 

(2) 合理完善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一方面，西部

地区仍应继续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使交通密度越

过临界值，发挥其空间网络效应，对生态效率提升起

到正向促进作用，而东中部地区应正视交通基础设施

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过于密集的交通基础设施在交

通流量较小时会造成资源浪费，在交通流量较大时会

带来环境污染等负效应。另一方面，在现实可行的情

况下，可基于区际共享发展理念来优化交通线路，以

减少“邻近竞争”效应，增加“协同发展”效应。 

(3) 进一步完善区域内部信息基础设施，发挥信

息通达性对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尤其是部分中部省

份，如江西、安徽等生态效率较低的省份，应充分利

用地理邻近条件，加强与湖北、湖南等较高生态效率

省份的合作交流，共建信息基础设施，共享信息资源，

以增强信息通达性的正向溢出效应，促进区域生态效

率共同提升。 

(4) 发挥交通通达性与信息通达性的交互作用，

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应注

意接收其知识技术溢出，避免“粗犷式”转移带来的

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代价超过经济增长收益，出现经

济效率与环境效率的“双重塌陷”，导致生态效率的降

低。 

(5) 全方位提升交通、信息通达性，强化生态效

率的传导机制，在通过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提高纯效

率的同时，应注重其影响纯技术效率的传导作用。企

业合作，在注重制造、运输等生产领域的同时，不可

忽视知识技术的研发交流，从而通过更全面的传导机

制，利用交通、信息通达性提升区域生态效率。 

(6) 鼓励区内企业加强能源、环保方面的技术创

新；合理引进外资，避免“污染天堂”效应；污染治

理权责明晰，避免企业“以邻为壑”；优化能源消费结

构，开发环保新能源。以此全方位促进生态效率的提

升，实现区域绿色、协同、共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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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EPI 指数由美国耶鲁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中心、哥伦比亚大学

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联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每两年发布

一次。 

②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发达国家通过外商投资形式将污染

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造成东道国环境质量恶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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